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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是文明社会的常态

接下来看看孟子如何反驳农家的主张。农家是战国的百家之一，不过因为农家并没有留下什么具体、直接的言论史料，所以只能从其他间接记载上来理解。《孟子》这篇文字，虽然是从反对的立场出发，还是大有助于我们复原农家的面貌，同时也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农家没有留下第一手的思想记录。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有遵奉神农学说的人，叫许行，从楚国来到滕国，登门拜谒滕文公，说：“我从远方来，听说您实行仁政，很愿意在这里获得一个简单的居所，成为您的人民。”滕文公就给了他住的地方。孟子言必称尧舜，许行显然就言必称神农，这都是战国的思想与言谈习惯，有意见有主张，不会说我认为如何如何，一定要说古代有哪位圣王主张如何如何。遵古崇圣，是重要的言论权威来源。许行依托的权威神农，在时间上，比孟子的尧舜更古更久远。

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许行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了几十个徒众，显然已经成家派了。这些徒众都穿粗麻衣，靠绑草鞋、编草席为生。这时另外有陈良的弟子陈相带着弟弟陈辛，背着农具从宋也来到滕，显然滕文公有了好士好客之名，因而各方人马一时都齐聚在此。陈相也对滕文公说：“听说您在推行圣人之政，能行圣人之政的，也就等于圣人了，我们很乐意能当圣人的人民。”陈相留下来之后，见到了许行，大为悦服，以至于抛弃了自己原来从陈良那里学得的立场，改投许行门下。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这时候孟子也在滕国，还有，孟子和陈相原来的老师陈良，同属儒家。陈良是南方知名的儒者。因为这样的渊源，陈相也和孟子相见了。一见面，陈相就兴奋地转述新拜的老师许行说的话：“滕文公确实是位贤君，只可惜未曾了解道理。真正的贤君应该和一般平民一起耕种养活自己，亲手生火烧饭来治理国家。但现在滕文公没有自己耕种自己收成，滕国却有储存粮食的仓库、收藏财货的宝库，这是剥削人民来供奉他，能算得上真正的贤吗？”

陈相转述的，就是农家的基本主张，一切以农事为本，连国君都回到土地上，自己种自己吃，如此人人自食其力，人人平等，谁都不要夺取别人的生产所得，就天下太平了。陈相觉得这番话太有道理了，他想要用来说服孟子也跟他一样，不当儒者改投农家。还有，滕文公之所以大举招士，是受到孟子的鼓励与刺激，陈相希望借由说服孟子来影响滕文公。

但他找错人了。孟子听了，不说好坏、同意不同意，先对陈相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好精彩的一连串步步进逼的快问快答，头脑清楚的人，读到一半自然就理解孟子的用意了。

“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种谷子才吃？不吃别人种的谷子？”“对。”

“许先生一定要自己织布才穿衣服？不穿别人织的衣服？”“不，许先生穿（别人织的）粗麻衣。”

“许先生戴帽子吗？”“戴。”

“戴怎样的帽子？”“戴白布帽子。”

“自己织的？”“不，用谷子换来的。”

“那为什么不自己织？”“那样会妨碍他下田耕种，所以没工夫自己织帽子。”

“许先生用陶锅器具来烧饭，用铁制工具来耕田吗？”“用。”

“器具、工具是自己做的？”“不，用谷子去换来的。”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孟子再换一个方式问：“显然许先生觉得用谷子去换器具、工具，不算剥削陶匠、铁匠；那么倒过来陶匠、铁匠也用他们制造的器具、工具来换谷子，难道就算剥削农夫吗？”意思是，陶匠、铁匠也没有自己耕种，也没有吃自己种出来的谷子啊！“而且许先生干吗不自己做陶、打铁，所有需要的东西都从自己的屋里生产出来，为什么要费工夫和其他人东换西换，他不嫌麻烦吗？”面对孟子一连串的问题，陈相快要跟不上了，勉强抓住最后一问回答说：“那是因为没办法一边耕种一边做这些工匠的事啊！”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到此陈相逻辑的矛盾很清楚了，孟子再问：“那么却独独只有治理国家天下这件事，可以一边耕种一边做？你不知道不同地位的人，有不同的工作吗？”孟子主张的是分工合作的社会原则：“我们一个人身上所需要的，要靠众多不同工匠才有办法齐备，如果每一样东西都自己做，那只会让所有人都疲于奔命，绝对忙不过来。所以有句话说：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劳心的领导管理别人，劳力的被别人领导管理；被领导管理的人供给食物，领导管理的人靠人家养活。这是天下共通的法则。”

百工之间是分工，农人和工匠之间也是分工。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层次的分工，那就是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分工。许行承认其他分工，却不理解、不承认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分工，等于要取消劳心者的角色，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许行用谷子交换工匠制品，视之为理所当然，却看不到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也存在一种交换关系。劳力者提供劳动所得，换来劳心者的管理与照顾，维持他们生产生活所需的秩序。

看孟子的上下文，我们可以明确知道，他所说的天下之通义，指的是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分工交换，乃至泛指社会分工组织的基本原则。但这段话却经常被断章取义，说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那绝对不是孟子的意思。

坚守夏文明的价值

孟子接着从历史角度继续论辩为什么“劳心者食于人”。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孟子仍然是言必称尧舜，而且这段描述的历史，隐隐然针对许行“为神农之言”的背景而来。

在尧的时代，天下还是一片混乱，洪水肆虐，到处泛滥。草木茂盛乱长，禽兽快速繁殖，数量惊人。在这种状况下，根本无从有农业，种不出五谷来。而且野兽的活动区域和人类居处相邻，到处都是兽蹄鸟迹，没有特别属于人的文明环境。尧特别感到忧心，提拔了舜来进行整治。关键是“尧独忧之”，尧的成就与贡献，在于别人不忧，不知该如何忧之时，是尧率先找了舜来改善这个状况。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虽欲耕，得乎？

舜就派益掌管火，益用火遍烧山野沼泽，逼着禽兽动物逃开。用这种方式解决了草木、禽兽阻碍人生活的问题。然后解决洪水的问题。又有大禹疏通九条河流，引导济水、漯水灌注入海，挖开汝水、汉水，让淮河、泗水流入长江。如此中土这块地区才有办法发展农业养活人口。那个时候，为了这些疏浚工程，禹八年在外，忙到三次经过自己家门都没有进去，就算他想要自己耕种，做得到吗？显然，八年间禹没有自己耕种，他怎么活下来？当然是靠耕种者给他提供食物。禹这样“食于人”，能算是剥削农夫吗？靠禹这样辛勤治水，水道通畅，土地从洪水泛滥中浮出来可供耕作，要是禹不“食于人”，谁来做这种事，农夫又哪有土地耕种呢？

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后稷是儒家传统中的农业功臣，拿来和许行推崇的神农氏相对。尧又派了后稷教人民农业种植的方法，长养五谷，五谷熟了，人民就有足够的食物繁衍下一代，人口增殖。但这样让人民吃饱了，养儿育女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吃饱了、穿暖了、住得舒服，若是没有教导规范，那和动物没有太大的两样，圣人对此又担忧了，所以再派契当司徒，负责教导人民伦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才是人类生活的原则。不同的关系，有不同的行为准绳。

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圣人之忧民如此，而暇耕乎？放勋就是尧，他自述对待人民的方式是慰劳他们、督促他们、管理他们、矫正他们、辅导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建立自己的生产生活，然后还要再提升他们的品德。圣人以这种心态来照顾人民、保护人民，会有时间自己下田？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农夫也。尧的责任多重，必须忧虑得不到像舜那样适当、称职的人才；舜又何尝不是如此？他的责任也就包括了要能找到像禹、皋陶那样适当、称职的人才。担心百亩之田耕种收成不好，只需负担此等责任的，是农夫。农夫不必担心那么多，相较之下，尧舜当然要比农夫辛苦得多了。

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与焉。”尧舜之治天下，岂无所用其心哉？亦不用于耕耳。

将财富分给别人，叫作惠；教人善良正当的行为，叫作忠；为天下（而不是为自己）找到适当、称职的人才，叫作仁。这三项德行，有层次，有不同的难易程度。惠相对最简单，给人直接、眼前的好处；忠在中间，给人较长久且深刻的行为改变；仁是最难的，找到对的人创造全面的公共利益。所以将天下让给别人，给别人承担，很容易；将治理天下视为自己的责任，努力为天下找到人才，很难。因而孔子盛赞尧舜：“伟大啊，尧作为一位君主。天最广大，只有尧能效法天，他的宽阔广大，是人民无法形容的。舜是个真正的君主，统治天下却没有一点私心，这种人格太崇高了！”尧舜治理天下，岂能说是不用心？他们是自我选择不将心思用在耕种上。

说完道理，批评过陈相头脑糊涂的部分，孟子忍不住接着点出了他行为可议之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

夏与夷，在当时指的就是文明和野蛮的对照。“我听说过用文明改变周遭蛮夷的事，从来没听过文明倒过来被蛮夷改变的。陈良，是南方楚国人，来自靠近蛮夷的地方，他悦慕周公、孔子的主张，特地北上来学习，他学得很好，就连北方中原的学者，都不见得能超越他。这种人，正是能做非常事业的豪杰之士。你们兄弟几个，跟从了陈良几十年，竟然老师一死，你们就背叛他。”陈良是用夏变夷的结果，陈相兄弟却是倒过来用夷变夏的特例。并不是说许行是夷，而是说许行的学说旨在推翻圣人的功业，取消文明。

另外，在《孟子》书中，豪杰之士是有特定意义的。《尽心》中有：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豪杰之士和凡民对比，差异在于凡民需要人家带领，自己没有能力开创风气；豪杰之士则能突破现实与时代的限制，冲出新局面来。尽管现实条件不利，没有老师、圣君引导，豪杰之士也会自发地朝向好的、对的目标前进。

再进一步说，为什么会有豪杰之士，为什么会有“虽无文王犹兴”的自发能力？因为性善。文王所创造的人文秩序，不过就是依随人内在的善性而来的，这是孟子深植不移的信念。既然如此，当然就有人可以透过内在自我善性的萌发，而得到和文王同样的信念。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

当年孔子去世之后，门人为他结庐守丧，虽没有丧服，但以视孔子为父亲的方式守丧三年。三年时间到了，大家收拾收拾，要各自回家去了，但这时子贡还不走，仍然留着，所以众人去和子贡道别，相对大哭，大家哭到失了嗓音才离开。都过了三年，还哭成这样，就知道他们都是不得已才终止守丧的。师门兄弟们离开了，子贡回头，在墓地里另行筑室，一个人陪在死去的老师身边，又三年才离去。老师去世，孔子弟子是以这种感情在怀念老师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过了一阵子，子夏、子张、子游觉得有若长得很像孔子，就想要把有若当老师来侍奉（因为太想念老师，所以找个老师的替身也好），曾子不肯，他们去勉强让曾子同意。曾子就说：“绝对不行。在江汉之水中洗过，又在秋日太阳下晒过，那种洁白的程度无以复加。”曾子用白布比喻孔子的人格、德行，是无可取代的。那是由特殊过程制练而成的，不是任何看起来像白色的布匹就可以等同的。子夏、子张、子游有他们深深怀念老师的感情，曾子也有他对老师至念不忘的坚持。

人家是这样，你们陈相兄弟的行为，相较之下太不堪了吧！今也南蛮觖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亦异于曾子矣。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

孟子的口气愈来愈严厉了。对也是来自楚的许行，不再称“许子”了，而说他是“南蛮觖舌之人”，是从南方荒僻地方来，说话像鸟叫一般让人听不清楚听不懂的人。“这种连话都说不好的人，妄自批评非议先王之道，你们兄弟却背弃自己的老师去跟他学，你们的判断、做法，和曾子很不一样啊！”意思是说陈相兄弟根本辨识不出自己老师的价值。

顺着“南蛮觖舌”的比喻，孟子又说：“就算是鸟，也还有判断好坏的基本能力，会从较差的环境迁徙到较佳的环境，所以会说有鸟从又阴又湿又暗的幽谷往上飞到比较高比较亮视野又比较广远的乔木上，却不曾听过有倒过来，放弃乔木却飞入幽谷的笨鸟。”再仔细想一下，这段话还和曾子的说法前后相衔。用曾子的话让我们感受到秋阳的光亮与洁白，对应之下，我们就更不能想象“下乔木而入于幽谷”的选择了。已经体验了来自孔子人格的光亮、洁白，怎么会要回到又阴又湿又暗的环境里呢？

“《诗经·鲁颂·閟宫》里的句子说：‘打击戎狄，惩戒荆舒。’周公的态度都是要改变他们、让他们更接近文明，唉，你们还要转去跟他们学，这实在不是好的改变啊！”

被如此抢白一顿，从许行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理论，到尽弃其学的做法，陈相都无从和孟子辩论。他只能用另辟战场的方式，勉强找出许行的另外一项理论来招架。

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如果遵从许先生的主张，那么大家卖的东西都不会有价格差异，国中不会有人欺诈作假，就算一个小孩去买东西，都没有人能骗他。怎样能做到如此童叟无欺？原来许行的主张是：只要是布，同样长度就卖同样价钱；只要是织布用的丝线，无论麻的或丝的，同样重量就卖同样价钱；只要是谷子，不管哪一种，同样数量就卖同样价钱；鞋子也一样，同样尺寸就卖同样价钱。

许行要大家都务农之外，还要取消市场，认为有买卖就会有诈骗。但他要让市场没有诈骗的方式是什么？是粗糙的价格管制。我们几乎可以听到孟子带点轻蔑的叹息声。这样的道理也敢拿来讲？这样的道理陈相竟然也接受？我们都了解这中间不合理之处吧！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

孟子回答：“物品本来就有不同的价值，那是物品的本性，而不是从交易来的。物品的价值有的差几倍，有的差到十倍、百倍，甚至千倍、万倍，你竟然要泯除这些差异，通通等同起来，那会让天下大乱的。你明明知道如果大鞋和小鞋卖一样价钱，那没有人要做大鞋，所以要按尺寸来定价。（许行要泯灭差别，那为什么保留大小差别？既然不能取消大小差别，又怎么能不顾精粗好坏的差别呢？精细的和粗糙的卖同样价钱，谁还生产精细的呢？好的和坏的卖同样价钱，谁还生产好的呢？）照许先生这种主张去做，非但不会消除欺诈，反而鼓励人们造假骗人，怎能治理国家呢？”

战国思想的通病——各有所偏

除了反驳农家，孟子也反驳杨朱和墨子的主张。《尽心上》：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杨朱主张自私最好，就算只损失身上的一根毛以便带来公共利益，都不做。每个人都替自己着想，保护自己的利益，彻底取消公共事务，天下就太平了。相反地，墨子主张人去除自我，用爱自己的方式去爱别人，只要能创造公共利益，就算会磨秃了头、走伤了脚，都一定要去做。将自己和他人一视同仁对待，也就是彻底取消了私人考量，那么天下就太平了。

杨朱和墨子刚好是两边的极端，而鲁国的子莫则主张“执中”，采取中间路线，不偏任何一边，认为执中比极端要接近道理。不过如果坚持执中，不管任何情况都一定坚持执中的立场，不能变通，那也还是固执，等于一种极端，即只有一个答案，不准有所权衡变通。孟子所反对的，就是固执一个答案，没有权衡变通，那是破坏正常道理的做法，固执选择一点，而废弃了其他多元的可能性。

从这段话，我们清楚地看出：孟子绝对不是个教条主义者，他痛恨基本教义派。任何原则，即便是“中”，如果变成了教条，不能有所变通，那就一定不会是对的。道是有弹性，能够应付各种不同情况，也就需要靠智慧多方考量来运用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找到孟子“予岂好辩哉，与不得已也”的另外一个深沉、根本的理由：人事的是非，不是将原理一、二、三、四……静态陈列出来就能解决解答了，必须要有动态的权衡考虑；辩就是动态地搜集、衡量不同因素，进而寻找最合适的答案的过程，不辩，无法呈现道理的动态、多元面貌。

这个世界太丰富、太复杂，没有办法用“一”来涵盖统纳。孟子不赞成、不相信那种找到一条简单法则便一劳永逸的偷懒论理，杨朱、墨子都坚持以一个极端作为真理，然而即便是子莫，表面上看不走极端，采取中道，但一旦他将“中”无限上纲为唯一真理，凌驾于万千现象之上，那也是另一种不顾现实的偷懒态度。

孟子敏锐地点出了战国思想的共同毛病。号称百家的战国思想，各家主张各异，然而每家几乎都有所“执一”，突出一条原则作为解决问题的万灵丹。一来是局势实在太乱，战争杀伐带来太大痛苦，人心企求有效解脱的方法，没有耐心听复杂的分析；二来，各种思想彼此激烈竞争，要吸引国君和人民的注意，便很自然地采取了夸大重点、强调特效的策略。

许行夸大耕种的重要性，杨朱夸大自我保护的重要性，墨子夸大替别人着想的重要性……但简单有力的说法，不等于真的有用、有效果。相反地，简单、有力，必然背离人事的现实，人没那么简单，人与人组成的社会没那么简单，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冲突，也没有那么简单。

孟子的态度，标举出儒家以及儒家所承袭的西周王官学最核心的价值。那是一套联系各种人间情感、多元分辨处理人际关系的完整价值，试图照顾到人的多层次需求，而不是将多元多层次的人的存在事实化约为几个抽象的原理。

杨朱极端而且执一，墨子极端而且执一，他们那种过度简化的论理，一厢情愿刻画出奉行其固执原则会带来的好结果，对孟子而言，都经不起辩的逻辑考验。就连子莫，如果要将中僵化成唯一的选择，而不是一种弹性权衡的智慧，那么从论理上，孟子敏感地指出，中也就成了执一，也同样通不过考验。

为什么必须辩？因为辩最能让人察觉现实之错综复杂，找出执一不能处理、不能解决的千疮百孔的漏洞来。

直接命中墨者的谬误

再回到《孟子·滕文公上》，接在孟子驳许行的记录之后：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见孟子。孟子曰：“吾固愿见，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见，夷子不来！”有一位信奉墨家的人，叫作夷之，请托孟子弟子徐辟转达来见孟子的请求。孟子说：“我很愿意见他，只是我现在身上有病，病好了，我会过去找他，不用他来见我。”孟子很愿意和抱持不同意见的人见面，因为他内在有强烈的辩——透过论理来说服——的冲动，也有辩的充分自信。

他日又求见孟子。孟子曰：“吾今则可以见矣。不直则道不见，我且直之。吾闻夷子墨者，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然而夷子葬其亲厚，则是以所贱事亲也。”

但过了几天，夷之又提出要过来见孟子。孟子对中间传话的徐辟说：“好吧，虽然病还没全好，我现在可以见他。（只是既然他那么急，就得接受一项条件。）有一件事情我要直说批评他，希望他有所解释。我听说夷之是个墨者，墨家相信薄丧，反对给予亲人隆重丰厚的丧礼葬礼。夷之信奉墨家，期待要以墨家的原则来改造社会，但他却厚葬父母亲，那岂不是以自己鄙薄、反对的方式来侍奉父母了吗？（如果真的相信厚葬是错的，却厚葬父母，这样对得起父母吗？）”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起。”徐辟将孟子的批评、质疑转达给夷之，夷之的回答是：“像孟子这样的儒家一定相信《尚书·康诰》里说的‘若保赤子’，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要用爱护、照顾自己家婴儿的方式来爱护、照顾人民，也就是对于亲人和他人的爱，没有差别，只是先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而已。”

墨者夷之也懂雄辩之道。他的辩，一来是避开不正面解释孟子批评他行为与信仰间明显的矛盾，二来是刻意引用了儒家尊崇的王官学经典《尚书》来辩护“爱无差等”的兼爱主张。对待亲人和对待他人都一样，只不过亲人离我们比较近，因而我们会将这份兼爱的爱先施加在亲人身上。而连儒家尊崇的典籍都主张，我们如何对待亲人，就该用同样方式对待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对亲人好，只不过是现实条件影响下的时间先后，不具有道理上畸轻畸重的原则差别。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徐辟将夷之的回应再转告孟子，孟子立刻察觉了夷之没有解释关键的问题，没有做到他要求的条件，因而也就不接受夷之的求见。如果你没有诚意、没有自信来彻底地讨论问题，那还不如不见。“予岂好辩哉，与不得已也”，孟子的辩，是不得已的，是为了传达他相信的真理，所以不愿意为辩而辩，光是逞口舌之快，没有意义。所以他对徐辟说的话，一开头就批评夷之的这种态度：“夷之真的相信一般人会用爱侄子的同样方式爱邻居家的婴孩吗？他只是拿‘若保赤子’这句话来当有用的辩论话头罢了。”

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为人泚，中心达于面目，盖归返虆梩而掩之。掩之诚是也，则孝子仁人之掩其亲，亦必有道矣。

孟子接着解释“若保赤子”的真义。我们看到一个幼儿爬啊爬，爬得太靠近井口，再多爬几步就会掉入井里，他没有罪，纯粹出于幼稚无知而面临这种生死的危险，任何人都会生出救他的急难之心，不会去管这小孩是谁，跟自己的关系是什么。《尚书·康诰》中“若保赤子”是这个意思，训诫君王要以不让无罪之人受苦和面临危险的心情来看待人民，哪是像夷之以为的那样呢？

然后，孟子回到夷之躲避了的议题：“我批评夷之的，是他有双重标准。天生万物，让万物都遵循统一的一套道理，但夷之的态度却不一致，对待亲人和对待别人有不一样的标准。对待父母，行厚葬；对待别人，却主张薄葬。两套标准只有一套是对的。”

到底厚葬对还是薄葬对？作为儒家传人，孟子依照孔子的思考方式，回到礼的本源，回到人的自然感情反应上评断：“古代（文明诞生之前）有人不懂或不行葬礼的，父母死了，就将尸体丢在沟里。过了几天经过那里，发现父母的尸体被狐狸啃食了，上面爬满了苍蝇小虫群聚啮咬。突然之间，他额头上冒出汗来，只敢用眼角偷瞄，不敢正视。额头出汗，不是为了给别人看，那就是从中心内在发出的自然感情，直接表现在脸上。于是他就回家拿了锄头等工具将父母的尸体埋了。埋了才是对的。孝子仁人好好埋葬亲人，是有道理的。”

埋葬亲人不只是遵循既有的礼仪。因而尽管主张薄葬，遇到父母死了，夷之内心还是会有自然的强烈冲动，要给父母像样的葬礼，这不就说明了墨家主张薄葬是违背人情的吗？就像主张人应该用同样方式看待自己的小孩、兄弟的小孩、邻人的小孩的兼爱，同样违背人情。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怃然为间曰：“命之矣。”徐辟又将这段话转告了夷之。夷之听后沉默低抑了好一阵子，然后才说：“命中了啊！”关于夷之的感慨“命之矣”有两种解释，一种将“命”视为命令之命，那么意思是受教了；另一种则是将“命”视为命中的命，那意思就比较复杂些，既指孟子抓住了夷之想要逃避的行为矛盾重点，如同打猎时命中逃走的猎物一般；也指孟子准确地说中了夷之为何违背信念厚葬父母的道理。

依照前面“夷子怃然为间”的形容来看，应该是“命中了”比较接近原意。夷之没有办法为自己矛盾的行为辩护，也没有能力具体解释自己矛盾行为的动机，却连孟子的面都未曾见到，就被孟子准确说中了，难怪他听了会一时沉默，半晌讲不出话来。

由本心推扩而出的伟大哲学

《孟子·尽心上》第一则：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这一小段话，集中提到了好几个孟子思想中的关键字：一个是心，一个是性，一个是天，还有一个是命。让我们分别考察孟子对这些字的看法、解释，再来讨论这段话的意思。

《孟子·尽心上》另有一则说：孟子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命是什么？就是人的遭遇。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身份、什么本事、什么人格，总有你无法控制的遭遇，那就是命。因而我们看待命的基本态度，应该是“顺受其正”，虽然无法违逆你的命，但可以运用智慧小心行事，尽量避免坏的遭遇。所以了解命，知道该如何对待命的人，会避免站在倾斜的高墙之下，因为墙倒下来发生灾难的可能很大。努力实践了如此原则的人，死了也还是“正命”。若是不运用智慧尽量避难，让自己犯罪受刑而死的，那就不是正命了。

还有一则：孟子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告诫我们要清楚分辨，人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追求、努力了便会得到，不求不努力就得不到，那是求可以有助于得，求可以换来得。但还有另外一种，求有求的方法，但求了却不必然就能得，得或不得，是由命——非主观的其他条件因素，人无法掌握的遭遇——决定的，求无助于得，求和得没有因果联系，求在得之外。前者可以用主观意志来控制，后者不行。对于由命决定、不能强求的事，我们应该要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

《孟子·尽心下》有一段话区分“性”和“命”：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性原本指的是天生、天赋条件，所以五官的感受——味觉、视觉、听觉、嗅觉以及肢体的舒适或劳累——依照定义，应该是性，上天加之于人的。然而这种初级的五官感受，吃到什么、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闻到什么、感觉到怎样的舒适，有赖于外界的条件，不是自己能掌握、操控的，因而尽管感官在你身上，却不该认定这就是你自身具备且应有的。这方面，只有一半，接受方是你的，刺激方却由不得你，而是取决于命，即偶然、非主观能安排的遭遇，所以说：“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相反地，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父子之间应该有仁，君臣之间应该有义，宾主之间应该以礼相待，贤者应该发挥智慧，圣人应该行天道，这几件事，都是“应该”，就意味着受限于具体、个别遭遇，不见得能实现，属于命所左右的。然而，为什么应该如此，背后有基本人性的必然，父子间有仁符合父子之性，君臣间有义符合君臣关系的本质，宾主之间有礼让宾主都最舒服，贤者能发挥智慧对社会最有利，圣人行天道能带来最理想的结果。这些原则上的必然，不受任何外在遭遇的影响而改变，所以倒过来，不特别强调其受限的情况。“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对照起来，我们了解孟子的看法。关于五官的享受，受限于外在刺激与现实条件，是那种求了不见得求得到的事，因而命的成分高于性，我们不需、不应该耗费太大心力在这上面。关于仁、义、礼、智，虽然我们没有把握其一定能落实，但其内在有不受外在条件控制的基本部分——那就是自然的道理，有自然的力量将人往实现仁、义、礼、智的正确方向拉，所以不必去在意外在条件，顺从内在的性，努力去做就是了。

如此回头读前面那段话，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心指的是感受、情感，尽其心或尽心，则是将自身的感受、情感予以普遍化，想象、知觉别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情感，在意义上接近孔子所说的恕，或是推己及人的推。

一个人能够尽心，能够借由自己的感受、情感扩大知觉、理解其他人，穷尽了人我之间的感受和情感的呼应，在这过程中，他就明白了什么是性——人的本性，人的共同天赋条件。我们如何了解自己？一种方式就是透过推，找出我和别人的共同感受、情感，察知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那就是人性，也就是我的性。

《孟子·尽心上》另外一则中，孟子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反身而诚”，不自欺，找到自己最真实的感受、情感，那是再快乐不过的事。如何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同样有这样的说明：孟子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不要去做你直觉上不想做、不觉得应该做的事；不要去追求你直觉上不要、认为不该要的东西。相信自己内在的是非、善恶、好坏判断，找回没有被其他因素改变之前的初衷判断，那就是反身而诚，如此而已，简单得很。

“万物皆备于我”，意思是能够准确理解、判断所有事物的原则道理的能力，早已齐备在我身上，不假外求。外来的指导、诱惑，反而让人偏离本心。因而人之大乐，是回返本心，也就是平常语言中说的“心安理得”。你的行事和自己内在直觉的应然判断合而为一，没有鬼祟、犹疑、愧疚、不安，那当然就乐。若要更进一步落到方法上来看，那就是“强恕”，自觉地让自己努力去体会、体贴别人的感受，具备同理心，那么你要说的话、要做的事自然就不会伤害别人，给别人带来痛苦，如此所言所行必定心安理得，那也就是最容易求仁的途径。

透过尽心理解了性，人也就同时明白了天——什么是我内在固有的，什么是后来由外在刺激影响加进来的。分辨清楚了原有、本有的，与外加而混淆、遮蔽了本有的，那么我们就能达到下面的境界：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存养内在真实的感觉与性情，是呼应、回报天最好的方式。不必去想，不必在意自己能活多久，活得短活得长都没差别，不影响我们看到生命、过日子生活的决定，持续以“存其心，养其性”的方式修身，那是对待命最好、最有建设性的态度。也就是说不去忧虑“求无异于得也”的事，专注于掌握“求有益于得”的事，充实自己的生命，不管偶然遭遇带来什么，都能好好应对。

什么是可求的、什么是不可求的，想清楚、分清楚。什么是我的、真实的、内在的，什么不是我的，是来自外在混淆错乱的，也要想清楚、分清楚。从相信每个人内在都具备判断是非、善恶、好坏的能力出发，孟子建立了这样一套处世原则，并发展了因应的政治哲学，步步推论，环环相扣，逻辑严谨且明确，真是了不起的思想成就。
